
“劫富济贫”抑或“有缺陷的正义”
———美国的联邦累进所得税之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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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联邦累进所得税在美国一直存在争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认为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合宪的 ,是间接接税。学界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多有批评 ,

但比例税并不比累进所得税完美。学界争论双方的观点都不是决定性的 ,美国

人生活在有缺陷的正义中。

　　[关 键 词 ]　联邦累进所得税　比例税　合宪性　分配正义

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1〕然而 ,联邦累进所得税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

就聚讼纷纭 :为什么要就收入征税 ? 富人为什么要比穷人多交税 ? 不过迄今为止 ,联邦累进

所得税制仍屹立不倒。因为联邦累进所得税可能不尽完美 ,但比它完美的税种在哪里呢 ?

谁能担保 ,引进比例税率代替联邦累进所得税不会导致更大范围的论争呢 ? 回顾发生在域

外的这些论争 ,有助于我们对累进所得税的一般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 ,并有助于我国税制立

法之完善。

　　一、从 1862年《所得税法》到《宪法》第十六修正案 :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合宪性之争

美国立国之初 ,与其他领域的论争相反 ,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几乎都赞成联邦累进所得税

制。如托马斯·杰斐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静悄悄地缩小财富不平等的路径是对财富在

某个水准以下的人免税 ,并随着财产的增加而提高税率。”〔2〕1798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提出了自己朴素的不动产所得税观点 :对于木屋 ,每间房征税 20美分 ;对于有 7间房或 7间

以上房的房产 ,每个房间征税 1美元。

“宪法之父”们的理论首先在各州的所得税法案中开花结果。在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

以前 ,各州已开始实践。在 19世纪 50年代 ,至少有 7个州通过了所得税法案。这些所得税

法案的基本结构几乎就是今天联邦所得税法案的雏形 :“免税额度较高 ,起始税率较低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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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累进。”〔3〕1862年 ,联邦政府为了筹措军费 ,制定了 1862年《所得税法》,其完全继承了

州所得税法的上述特征 :免税的范围宽泛 ,按照年收入计算所得税 ,从 600美元到 2000美元

不等———这意味着只有 0. 2%到 1. 3%的人达到起征点的收入 ;刚开始的税率是 3%至 5% ;

到内战末期 ,税率为 5%至 10%。也许是战争的紧迫需要压倒了人们的正当性诉求 , 1862

年的《所得税法》未遭遇诉讼。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 , 1862年《所得税法》于 1872年被废止。

随着关税的减少 ,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 ,议会于 1894年重新恢复所得税 ,这就是《威尔

逊—戈尔曼关税法案》(W ilson - Gorman Tariff Act)。〔4〕该法案规定 :对分红、利息和租金

以及其他来源于财产的收入按单一税率 2%征收所得税。也许是惧怕遭遇反对 ,该法案规

定了超乎寻常的豁免额度 : 4000美元。这意味着只有 0. 13%的人需要缴纳所得税。〔5〕这

一法案仍可理解为累进所得税 :收入在 4000美元以下的 ,税率为 0;收入在 4000美元以上

的 ,税率为 2%。高额度的免税额 ,反映了只对人口中极少部分富人征税的立法意图。由于

需要纳税的人口数量极少 ,联邦累进所得税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高的认可度。

尽管议会谨小慎微 ,一年后仍发生了波洛克诉农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案 ( Pollock v.

Farmers’Loan & Trust Co. )。在该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该法违宪。波洛克是农业贷款

及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东 ,持有该公司 10%的股份。《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通过后 ,农

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对股东宣布 :公司不负责承担股东应缴纳的所得税 ,公司将从股东的

分红中扣除所得税 ,上交给征税机关。波洛克经过一系列程序 ,最后诉请最高法院判决《威

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违宪。理由是该税针对财产征收 ,构成直接税。在这一时期 ,国会

对直接税的征收是按照各州人口进行的 ,〔6〕不按各州人口比例征收直接税是违宪的。

依据《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对波洛克征收的所得税是否构成直接税呢 ? 梅尔维

尔·富勒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判决意见 :对分红、利息和租金的征税如同对不动产征税一

样 ,都是直接税 ,违反美国《宪法》第 1条第 9款第 4项。〔7〕当然 ,这一判决仅认为对来自财

产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是违宪的 ,而对来自其他途径的收入能否征收所得税 ,则语焉不详。

各州的情形与联邦相反 ,州法院一直支持各州对公民征收累进所得税。因美国《宪法》

没有禁止各州征收直接税的规定 ,纳税人用以反对州累进所得税的依据就只有征收规范 ,即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但各州法院认为累进所得税不构成没有补偿的征收 ,是合宪

的。事实上 ,各州的累进所得税一直在实行 ,其正当性并未受到质疑 :“继承税的广泛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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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对全额累进所得税的支持 ,洗涤了反对者自 1890年以来列举的该税的一长串原罪———

累进所得税意味着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 ,构成‘没收’,代表着多数人通过法律的暴政。”〔8〕

1913年前夕 ,美国 48个州中的 35个州执行累进所得税。

美国国会为了解决联邦所得税的合宪性困境 ,于 1909年抛出了美国《宪法》第十六修

正案 :“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并征收所得税 ,无须在各州按比例加以分配 ,也无

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1909年至 1913年 ,人们对《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进行了

广泛论争 ,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联邦所得税作为税法的基础是否合适 ,该条不

明确禁止累进税率是否正当。〔9〕参议员休斯 (Hughes)在其反对意见中称 :第十六修正案

没有规定统一税率 ,就意味着允许联邦适用累进税率 ,这是不正义的。〔10〕当然 ,大部分议员

认为 :适用累进税率并无不妥。赞成《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和反对第十六修正案的双方都承认 :

国会提出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并不禁止联邦在征收所得税时适用累进税率。1913年 ,美国

《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获得各州批准。从理论上看 ,征收联邦累进所得税无违宪之虞。

　　二、所得税是特殊的直接税吗 :《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真义之争

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获得各州批准后 ,国会于 1913年 10月 9日通过了 1913年

《税法》(Revenue Act of 1913)。该法是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后的第一部涉及所得税的

法案 ,史称《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Act)或《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

(Underwood - Simmons Tariff Act)。〔11〕该法规定了对自 1913年 3月 1日以来的收入征收联

邦累进所得税 :免征额是个人 3000美元 (或夫妻 4000美元 ) ,按照累进税率征收 ,从 1%开

始 ,收入到 500000美元时 ,税率增加到 7%。

该法颁布后两年 ,也就是 1915年 ,发生了布拉西伯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案 (B rushaber

v. Unio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该案被百隆和卡尔文理解为对所得税合宪性挑战的“苟

延残喘”。〔12〕该案的基本案情是 :布拉西伯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 ,联合太平洋铁

路公司代征布拉西伯应缴纳的所得税 ,被布拉西伯诉至法院 ,要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停止

支付按 1913年《税法》应支付的所得税。经过一系列程序 ,案件到了最高法院 ,布拉西伯要

求最高法院判决 1913年《税法》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认为该法规定了对公民财产

的征收 ,且没有补偿。理由是 :《宪法》将税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 ,并为其制定了不同的规

则———按各州人口比例分担直接税 ,其他的税服从于统一 (Uniform ity)原则。〔13〕直接税只

有一种例外 ,那就是《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情形 ,只有在该种情形下 ,直接税可以不按

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布拉西伯的诉讼理由是这样展开的 :首先将所得税定位于直接税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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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认定 1913年《税法》中规定的所得税不符合《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情形 ,所以应服

从征收直接税的一般规则 ,即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 ;因 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不按

各州人口比例分担 ,因此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 ,构成没有补偿的征收。1913年《税法》与

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到底存在哪些差别呢 ? 布拉西伯认为 :《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

对“来自任何来源的收入”征税 ,没有任何除外 ,而 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将收入在

3000美元 (或夫妻收入 4000美元 )以下的人排除在纳税人之外 ;《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

“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税”,应理解为税率统一 ,而 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没有

规定统一税率 ,反而规定了累进所得税率 ;《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授予的征税权是一项新的

权力 ,没有溯及力 ,而 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有溯及力。

布拉西伯的观点建立在所得税是一种“特殊的直接税”这一理论基础上。那么 ,所得税

是直接税吗 ? 首席法官怀特 (全名为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 Edward D. W hite)代表法院

发表判决意见 : 1913年《税法》中的所得税条款合宪。最高法院首先对布拉西伯的观点归

谬 :“如果按照原告的理解 (所得税是直接税 ) ,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宪法》的一条颠覆

另一条 ,《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直接税可以不按人口分配 ,但《宪法 》第 1条第 2款

第 3段却要求所有直接税应按人口分配 ,这就使规范之间产生冲突。而且 ,如果将《宪法》

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征税理解为直接税 ,它还不受统一规范的约束。这样 ,第十六修正案规

定的税既不受人口分配比例的约束 ,也不受统一规范的约束 ,这就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全新的

税种。但《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 ,第十六修正案的目的是明晰对议会征税权的限制 ,而不

是对宪法体制做猛烈的、解构性的变革。⋯⋯《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目的不是一般性授予

国会一项新的征税权 ,该项权力早就在先前的《宪法》文本中存在 ,《宪法》不可能自我冲

突。”〔14〕既然《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 ,第十六修正案又规定所得税可以不按各州的人口比

例分配 ,那就只能将所得税解释为间接税。法院对原告的观点归谬后 ,讨论了所得税的性

质 ,“所得税不是针对财产的所有直接征收的税 ,而是针对财产的运用 ,是间接税”。〔15〕将

所得税理解为间接税之后 ,就应遵守间接税的规则。那么 ,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否违反美国宪

法规定的“统一”原则呢 ? 法院接着解释 ,“统一原则应指地理意义上的统一 ,即税率应该在

全国范围内同样适用 ,而不是指每个人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所得税”。〔16〕

行文至此 ,法院并未迳直判决 1913年《税法》合宪 ,而是进一步对征税权和《宪法》第五

修正案的关系进行引申 :“美国《宪法》对税的管制有两个规则 ,对直接税而言 ,要遵从按人

口比例分配的规则 ;对间接税而言 ,要遵守统一规则。美国《宪法》第 1条授予了国会征税

的绝对权力 ,只受上述规则的约束。《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规范并不限制《宪法》

授予给国会的征税权。因为《宪法》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冲突 :左手将征税权授予国会 ,但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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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又用右手通过正当程序规范将其收回。累进所得税率也不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 ,我们

不能不顾议会在极早时期就开始征收联邦累进所得税的事实 :早在 1894年以前 ,当时还没

有发布各种所得税法 ,该权力就开始行使了。”〔17〕最高法院同时认为 1913年《税法》并不因

有溯及力而无效 ,因为它没有溯及到《宪法》第十六修正案以前 ,而是从 3月 1日实施。〔18〕

法院冗长的判决绝非无的放矢 ,该案几乎从司法实践的层面终结了美国联邦累进所得

税的正当性论争 ,正如研究美国所得税历史的专家罗伯特·斯坦利所说 :“布拉西伯案中的

法院意见没有给质疑美国联邦累进所得税传统的争论留下任何空间。”〔19〕同时 ,联邦最高

法院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累进税率的正当性 :累进税率“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

在 ,从未中断 ,为我们制度的奠基人所支持 ,为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杰出人物所执行”。〔20〕

　　三、为什么是累进税率 :发生在学界的“纸上谈兵”

自布拉西伯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以来 ,司法界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合宪性的论争已

经终结。但与实务界的安静相比 ,理论界要热闹许多。尽管从再分配的视角观察 ,所得税的

正当性几乎不容置疑 ,但按照累进税率还是比例税率来征收所得税 ,结果却相差悬殊。反对

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学者几乎一致主张严格的比例税率。

(一 )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否公平———以分配正义为向度的论争

如果从学术源头考证 ,比例税率的历史比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历史更为悠久。也许 ,“时

间就是最好的合法性”。传统的经典学说成为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学者最好的智识资源。

这一观点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著作。亚氏认为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纳税 ,以

支持政府的运作 ,在纳税和他们各自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保护两者之间 ,应尽可能合乎比例。

政府为一个国家中的个人的花费 ,类似于管理者为一栋大房产的许多居民的花费 ,这些居民

应为他们各自从房产中的获益支付一定比例的金钱。〔21〕将学术史延伸到当代 ,哈耶克也曾

经为严格的比例税做了同样的辩护 ,他说 :“一个人为社会捐献了多少 ,就将从政府那里得

到多少。”〔22〕这些论证可能与人们的直观经验更为合拍。比例税经常被看作是“自然的”、

“中立的”,因而是不证自明的理论。要让人们信仰联邦累进所得税率 ,就必须提供强有力

的证据以挫败支持比例税率的先验假定。鲍里斯 ·比特科尔 (Boris B ittker)正是从这个角

度攻击严格的比例税。他宣称 :严格的比例税率未必符合先验理性 ,“比例税率并不比联邦

累进所得税率更合乎公平理念”。〔23〕芭芭拉·弗里德 (Barbara H. Fried)旗帜鲜明地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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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U. S. 1 (1916) .

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是 1913年 2月 3日得到批准的 , 1913年《税法》规定对 1913年 3月 1日以来的收

入征收所得税。

Robert Stanley, D imensions of Law in the Service of O rder: O rigins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1861 - 19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9.

See Knowlton v. Moore, 178 U. S. 41 (1900) .

[英 ]亚当·斯密 :《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第 370页。

[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下 )》,邓正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7年版 ,

第 84页。

Boris B ittker, The Income Tax: How Progressive Should It Be?, in Boris B ittker, Collected Legal Essays, Fred B

Rothman & Company, 1990, pp. 229, 223.



“严格比例税的先验假定存在知识论上的不足。⋯⋯事实上 ,所有比例税辩护者的理由最

终都归结为‘我明白 ,我知道公平’,或者做一些同义反复”。〔24〕如果离开先验的理论 ,如何

证成“税收正义”呢 ? 百隆和卡尔文一语中的 :从再分配的观点看 ,要判断一种既定的税制

框架是否达到“税收正义”,我们就必须寻求税收领域之外的标准。所有的关键问题都集中

在分配正义这一棘手的社会理论上。〔25〕班克曼和托马斯·格里菲斯的观点与此类似 ,他们

认为 ,“所有的税率结构都应建立在分配正义的基础上 ,并接受其检验”。〔26〕累进税率的倡

导者认为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推导不出比例税率。从分配正义的角度观察严格的比例税率 ,

纳税人从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利益应与纳税数额成比例 ,因此 ,“当且仅当人们消费的公

共产品数量与其收入成比例时 ,才能推导出比例税率”。〔27〕但纳税人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

得的利益很难说与其收入成正比。从公共产品供应的角度看 ,比如道路、防火、垃圾处理以

及学校 ,还有清洁的空气、防务 ,这些产品的供应和纳税多少没有关系。作为公共产品 ,每个

人都一样在消费。既然纳税人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利益与其收入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

系 ,那么 ,最符合分配正义的征税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递减税率———税率随着收入的增长而

降低 ,以保证每个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大体相当 ;另一种是人头税 :不管人们收入多少 ,每个人

缴纳同样的税收。然而 ,几乎没有人会同意递减税率和人头税。

而且 ,要判断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从政府那里获益更多 ,是一个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问

题。利奥·马丁内斯持 (Leo P. Martinez)认为 :“经济和社会稳定代表的无形福利 ,对富人而

言 ,可能是最足珍贵的。”〔28〕但这一观点无法证成。百隆和卡尔文旋即发表不同的观点 :

“一般都承认 ,许多公共产品的消费无法直接量化 , ⋯⋯一个可行的假设是 ,所有的公民都

平等地从这种花费中获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军队为国防安全的支出。在这里 ,在一个共同

体中 ,每个人的生命和自由都同样重要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从政府的保护中获得了同样的

利益。”〔29〕梅西也对军队、警察做了同样的评论 :“足以保护美国人人身免于外来侵害的国

家防务 ,也能保护美国人的财产 ,无须增加额外的费用。更进一步 ,对有体财产的保护成本

并不随财产价值的增加而有比例地变化 ,⋯⋯保护无形财产的成本是固定的 ,与财产的价值

没有比例上的关联。”〔30〕当然 ,比例税率倡导者的推理逻辑先天不足 ,累进税率倡导者的推

理逻辑也并非天衣无缝。累进税率倡导者反对比例税率的基本逻辑是 :生命和自由对穷人

和富人的价值是一样的 ,政府保护了生命和自由 ,就不再需要增加成本保护公民的财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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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保护费用与财产的价值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 ,不能从穷人和富人到底从政府那里

得到多少利益来确定税制。但是这一推理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 :国内法律秩序的剧烈变革

或外来入侵给富人造成的损失大于穷人 ,因此 ,穷人可能会理性地赞成少一点国防 ,或者根

本不要国防 ;其次 ,财富的价值越大 ,就有越多的人想掠夺它———比如知识产权 ,专利越有价

值 ,对侵权人的诱惑就越大 ,政府就需要用更多的管制、警察和司法资源去保护这类财产权。

对比例税倡导者而言 ,逻辑上更为致命的软肋是 :他们自己也发现 ,让每个人按照同样

的比例缴纳所得税根本就不可能———收入在一定额度以下穷人根本就支付不起所得税。于

是 ,他们又主张一定的免征额度 ,但这恰恰进入了累进税的路径 :收入不同 ,纳税就不同。百

隆和卡尔文非常坦诚地道出了比例税倡导者的这一无奈 :“税收中立的障碍源于这一刚性

的事实———存在着富人和穷人 ,⋯⋯在这个背景下 ,完全中立的税制是不可能运作的。”〔31〕

从社会上存在着穷人和富人这一“刚性事实”出发 ,百隆和卡尔文另辟蹊径 ,从社会福

利最大化的角度证成联邦累进所得税 :金钱对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

的问题———花在窝棚上的第一个美元 ,比花在业余爱好和奢侈品消耗上的最后一个美元能

让人产生更多的满足感。如果这是真的 ,从人民的总体福利最大化角度看 ,联邦累进所得税

将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 ,因为该税是将花在较低功效的奢侈品消费上的钱转移到了具

有较高功效的必需品消费上。〔32〕但百隆和卡尔文的这一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 :金钱的边际

效用递减是以一个人为标本考察的 ,如果用在整个社会 ,则未必如此。举个简单的例子 :富

人将钱用在自己奢侈品消费上和用在别人必需品消费上 ,哪个能产生更多的快乐 ? 一般情

形下 ,肯定是自己消费更快乐。

(二 )联邦累进所得税的效率———以社会资源最大化为向度的论争

比例税的倡导者攻击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另一个角度是效率 ,他们认为后者可能导致社

会资源的浪费 :联邦累进所得税可能对高收入者规定了僵硬的边际税率———将税率适用到

最后一美元 ,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是对社会有最大贡献的人。这些税种鼓励消费而不是进

一步投资 ,这就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无谓损失 ,而采用严格的比例税率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班克曼和格里菲斯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反驳 :不是联邦累进所得税本身、而是高税

率导致了无谓的损失。因此 ,一套税率适中的联邦累进所得税制比高税率的比例税制导致

的无谓损失要少得多。进而 ,人们要做的不是改变税制 ,而是如何使现有的累进所得税更有

效。班克曼和格里菲斯从理想的税制模型出发 ,设计了一种高效率联邦累进所得税。他们

引用詹姆斯·莫里斯的观点 ,在一个导致消费最少的模型中 ,理想的税制机构是 : ( 1)现金

流向工资较低的劳动者 (被称为“全民式补助”,即 demogrant) ,以及 (2)对高收入者边际税

率递减。边际税率递减意味着 :对于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征收相对较低的边际税率 ,让他

们没有用消费替代工作的激励。〔33〕

38

刘连泰　“劫富济贫”抑或“有缺陷的正义”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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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这种模型也只能是模型 ,因为人们无法判断哪些是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 ,一般地认为联邦累进所得税比比例税导致的损失更大无法让人信服 ,因为纳

税人可以通过减少他们的工作量来减少他们的纳税 ,两种税制都可能导致无谓的损失。如

果将这种观点推向极致 ,“建立在效率基础上 ,人们拒绝联邦累进所得税 ,赞成比例税 ;如果

一以贯之地适用效率标准 ,人们会拒绝比例税 ,而赞成每人缴纳固定金额的人头税 ,⋯⋯或

者 ,递减税比比例税更可取”。〔34〕

为捍卫联邦累进所得税 ,百隆和卡尔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效率观的论证 :联邦累进所得

税是富人使无序中的穷人稳定的最经济的方法。他们评论道 :“大量人口对贫富不均的容

忍度是有限的 ,尽可能接近平等是免于革命的重要保险机制。”〔35〕百隆和卡尔文还引用亨

利·西蒙斯的观点 :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处理不平等问题有效而民主的方法。⋯⋯有两种避

免革命的机制 ,一种是传统、平和、渐进而有效的机制 ,那就是法律机制 ;另一种是激烈、分歧

而且极端浪费的机制。前一种叫辩论、讨论和政治行动 ;后一种是战争和频繁的掠夺。〔36〕

百隆和卡尔文尽管反对爱泼斯坦的观点 ,因爱泼斯坦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 ,主张严格的比例

税 ,但他们对累进所得税的功能认识却出奇地一致 ,爱泼斯坦曾认为联邦累进所得税是用再

分配的方式购买和平 ,这“不过是一种有策略的贿赂”。〔37〕

当然 ,百隆和卡尔文的这一论证与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不一致 :经济学家通常假设所有的

行动者都守法 ,警察和法院能够限制通过暴力和革命的掠夺。因此 ,至少在传统的经济学框

架内 ,百隆和卡尔文的论证在逻辑上并非圆融自洽。

　　四、不是结论的结论

归纳美国司法界和学界对联邦累进所得税的论争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联邦累进所

得税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历史事实 ,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的观点与支持联邦累进

所得税的观点一样 ,都很难取得在逻辑上的绝对优势。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有关联邦累进

所得税正当性的诉讼时 ,最经常的证成路径也是历史。眼前的这幅图景也许颇为滑稽 :联邦

累进所得税为联邦政府提供 50%以上的财源 ,〔38〕学者享受着累进所得税给他们带来的好

处 ,同时又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制求全责备。从学者的论争中唯一可以看出的肯定性结论是 :

换一种所得税的征收方法 ,比如严格的比例税率 ,在逻辑上未必比累进所得税圆满。因此 ,

在找到一种新的所得税征收方法以前 ,美国人只能容忍这种有缺陷的正义。

(责任编辑 :李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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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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